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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第一批出版的10本传记进行研究，旨在了解中国情境下，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职业使命感是一种高层次的职业动机，老科学家均具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2) 老科学家的职业使命感是在个体的内省反思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受到个人自身因素、组织、家庭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并存在“社会-组织-个人”三个层面的交融关联。研究合理利用了“采集工程”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拓展了职业使命感的本土化概念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促进我国当代科研人员的职业成长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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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 of Career Call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Old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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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ase studies, we analyze ten biographies published firstly by the acquisition project of the old scientists’ academic development data, aiming at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eer calling in Chinese context. Results show that: (1) career calling is a high-level career motivation, all the old scientist have a relative high level of career calling; (2) the old scientists’ career calling is gradually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introspection and the contexts, and relates to personal factors, organizational and family factors, and national factors, which has a three levels correlation, namely “social-organization-personal”. Research properly uses the results of the acquisition project,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its native connotation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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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敬业”是对中国公民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那么，何为敬业？“敬业”一词出自《礼记·学记》， 本意为“专心致志以事其业”[1]，后来逐渐发展到职业的各个方面。敬业精神是职业道德的灵魂， 其内涵可概括为“对从事职业的尊重与热爱；对职业劳动的一丝不苟；对职业技能的精益求精；以及对职业本身的忠诚与奉献”[2]。然而，究其本质，敬业即在工作中要有使命感。
近年来，使命感在学术研究、职业咨询、招聘宣传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关注。所谓使命感(calling)，就是一种来源于自我、并超越自我的卓越召唤，其目的在于通过追求目的感和意义感而形成特定的生活角色，以实现利他性的价值观和目标[3]。同样是工作，有人视其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令人适度满意的事业，有人则视其为一种使命、认为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4]。职业使命感是一种高层次的职业动机源，视工作为使命的人们，愿意牺牲物质待遇、升迁机会甚至生命，追求纯粹的工作意义感[5]，这是敬业的最高境界。
2017年1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主席亲自将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世人再次感动于老科学家们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而产生的灼热的能量与光芒。事实上，自2010年起，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中国科协牵头，联合11个部委启动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就重点挖掘了像赵忠贤、屠呦呦一样的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历程。这些老科学家，多为年龄在8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或虽非院士，但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老科学家作为已经功成名就的科研人员，其一生的经历已经明了，从回溯性的角度去发现其职业使命感的动态发展过程，能够让研究更为全面、透彻，也更符合中国情境。同时，科研人员作为国家重要的创新人才，单独研究其职业使命感，不仅对其自身的自我价值实现具有促进作用，也能够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因此，本研究拟以老科学家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文化背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其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与影响因素，为当代科研人员提供历史镜鉴。
2文献综述

在西方，使命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它存在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教义之中，与美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有关[6]。国内有研究者将其译为“感召”[7]。2000年以后，使命感在西方职业心理学中受到广泛关注，其世俗性意义不断发展，也就引出了职业使命感(career calling)的概念，其与宗教观念下的使命感有所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使命感的宗教观念与现代观念

	
	宗教观念
	现代观念

	使命感的来源
	来自上帝或更大的神灵
	来自个体内心

	服务对象
	团体
	个体和/或团体

	确定的方法
	洞察(如：祷告、倾听)
	内省、沉思、冥想、相关的活动

	体验到的方式
	实现上帝对个体生活的要求时
	自我实现中


资料来源：Hall & Chandler. (2005). Psychological success: When the career is a calling.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6, 155-176.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使命感的理解也源于宗教[8]。但这里的宗教则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传统的儒家思想、老庄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以及“天道行建”等道家思想。在中国集体主义氛围的影响下，家族对个人的影响更为强烈。古代强调部落、宗族与族群，直到现代，家庭也在个人的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9]。此外，使命感也可能来自赋予个体某项职责或任务的权威，如古代的君主、现代的党和国家、重要领袖等。Zhang, Dik, Wei, & Zhang (2014)以210名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得到的有关使命感的四个主题中，便涉及了社会/国家需要、家庭期望、以及服务国家等不同的侧重点[10]。然而，虽然使命感在中西方有相似的发展轨迹[11]，但鉴于中国特有文化情境的影响，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是否有别于西方情境？以老科学家为例，中国文化情境下科研人员的职业使命感又是如何产生的？
整理文献可知，职业使命感描述的是个体在工作中体验到的神圣的意义感与目的感，具有亲社会和利他取向的，包括外部需要与内在天赋、兴趣、能力和机会的高度匹配，能够促使个体获得终极的幸福体验[12]。职业使命感可以来源于外部召唤、内心驱使，或兼而有之[13]，或由自我实现、对社会做出贡献等愿望激发而来[4]。据此，再结合老科学家所处的独特时代背景及其工作性质，我们提出职业使命感内涵的两个命题：(1)职业使命感是个人兴趣、才能与社会、组织需要的契合之处，有较强的利他倾向；(2)职业使命感可能包含目的感和意义感、利他性、激情、同一性、长期性等维度。同时提出，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四个命题：(1)职业使命感与个人自身因素相关，比如个人兴趣、才能、价值观等；(2) 职业使命感受组织因素的影响，比如组织需要、组织支持、组织认同等；(3) 职业使命感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需要、时代特征等；(4) 职业使命感是在个人与环境(社会、组织)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
在本研究中，拟结合这些基于文献提炼的命题，利用已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成果进行案例研究，提炼、归纳、总结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3案例分析
3.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采集工程”中首批采集对象。首批采集的老科学家数量已达到300位，但大部分资料成果还未公开出版或对外开放，虽然可以随机选择这些案例，但随机选择既不必要，甚至不可取[14]。受研究所限，我们也不能穷尽所有案例，而在极端类型的案例中，我们往往能够“清晰透明的观察到”我们的研究点。
为了选择那些可能拓展新兴理论的案例，我们综合运用了理论抽样[15]与方便取样的方法。以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最终出版成果——12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传记，最后保留了其中10部进行分析。这十部传记的名称分别是：《笺草释木六十年：王文采传》 《情系梁菽：卢良恕传》 《为了孩子的明天：张金哲传》 《梦想成真：张树政传》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 《行有则 知无涯：罗沛霖传》 《新青胜蓝惟所盼：陆婉珍传》 《含章可贞：秦含章传》 《核动力道路上的垦荒牛：彭士禄传》 《精业济群：彭司勋传》。后文中的引用均以老科学家的姓名代之。
通过分析这10位老科学家的人口学信息可知，共有8位男性，2位女性；9位是汉族，1位是土家族；均在建国前出生，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5位曾留洋；其中，有4位科学院院士，4位工程院院士，1位两院院士，1位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这十位老科学家在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研究领域乃至家庭背景上均有所差异，因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这十位科学家中，有2位由寡母独自抚养长大，父母有普通农民、有革命后代、也有著名专家，在从事的工作中，有只从事学术研究的如王文采，也有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如卢良恕等等。如表2所示。
表2 老科学家基本信息汇总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成长背景
	最高学历
	学科类型
	头衔与
荣誉

	1
	王文采
	男
	汉
	1926.06
	寡母艰难维持生计
	本科
	生物学
	科学院院士

	2
	卢良恕
	男
	汉
	1924.11
	寡母，祖父从商重教育，外祖父教育家，姨妈农学教授
	本科
	农学
	工程院院士

	3
	张金哲
	男
	汉
	1920.09
	父亲制盐，是滩户公会会长
	本科
	医学
	工程院院士

	4
	张树政
	女
	汉
	1922.10
	农村的书香门第
	本科
	生物学
	科学院院士

	5
	吴孟超
	男
	汉
	1922.08
	农家的苦孩子，南洋的割胶少年
	本科
	医学
	科学院院士

	6
	罗沛霖
	男
	汉
	1913.12
	父亲罗朝汉任北京电话局局长
	博士
	电子通信
	两院院士

	7
	陆婉珍
	女
	汉
	1924.09
	书香门第，父亲是实业家
	博士后
	化学
	科学院院士

	8
	秦含章
	男
	汉
	1908.02
	秦父是位贫困的教书先生，母亲不识字，但持家有道
	博士
	食品科学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9
	彭士禄
	男
	汉
	1925.11
	革命后代，自幼颠沛流离
	工程硕士
	核科学
	工程院院士

	10
	彭司勋
	男
	土家族
	1919.07
	土家族知识分子，开明士绅
	硕士
	药学
	工程院院士


3.2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采集工程中各位老科学家的传记成果。每部传记均包含了老科学家一生的完整学术成长经历介绍，如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工作经历、科研成就、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此外，还包含了老科学写的序言，阅读导言，老科学的年表、主要论著及后记等等。部分传记丛书在附录中还有同行、学生以小短文的形式对老科学家的印象等介绍。

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所言，“这些传记丛书大 都是在充分挖掘档 案和书信等各种 文献资料、与口述访谈相互印证校核、严密考证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较好 的实现了真实性、专业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在材料收集与撰写过程中，综合了访谈、档案查阅与采集、文本分析与解读、图片、视频搜集与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详细记录了学术成就取得过程、创业过程等细节，重点厘清了已有文献材料中未记录、记录不详以及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16-17]。因此，其史实资料也是相对准确、可靠的。

3.3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和归纳式方法。这种方法遵从可复制的逻辑原则， 多个案例可被当作一系列实验， 每个个案都为证实或否证 经由其他案例得到的推论[18]。归纳式的研究设计，从多个分析层次着手，更有利于归纳出更丰富、更可靠的理论模型。其中，包含案例分析中的模式匹配法、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19]。模式匹配法将预期模式与案例数据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契合程度，检验每一个观点，这一逻辑与科学实验也是一致的；案例内分析的目的是发现每位老科学家的使命感表现形式和使命感的影响因素；跨案例分析则是在我们对每个案例有了充分理解后进行的。

首先，遵循模式匹配法，在收集案例数据之前，形成明确的预期模式，模式中包括变量、事件、行为等。在本研究中，这一预期模式基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文献进行推导形成。第二步，完整分析十部老科学家传记，归纳整理出所有老科学家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三步，分别研究每一部传记，并初步整理出与职业使命感相关的文字内容。第四步，请十位职业心理学研究人员分别阅读与分析这十部传记，找出与职业使命感相关的内容，并与之前独立整理的内容相补充与修改。第五步，根据研究问题对文字稿分别进行编码，提炼出职业使命感表现形式的关键词。第六步，基于上一次的编码结果再次进行提炼与完善，并将该结果反馈给之前分析的研究人员进行挑剔性确认。第七步，分别完成每一个个案后，以表格的形式进行比较，找出其相似与不同之处，归纳出变量间的初步关系，再回到每个个案中去分析这些关系是否能够得到验证[20]。第八步，将由数据归纳出的内容与预期命题进行对比，完善命题。

具体来说，依据老科学家的不同人生历程，如求学、任教(研究)、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等等，结合相关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将老科学家人生中发生的与职业使命感内涵结构、影响因素相关的事件大体划分为战争弥漫的少年求学期(25岁以下)、新中国成立后、厚积薄发的青年期(26岁~40岁)、政治风波迭出却成就斐然的中年期(41岁~60岁)和改革开放后、激情不褪的老年期(60岁以上)四个时期分别进行频次统计，再进行合并统计。由于老科学家们的年龄有所差异，因此，每位老科学家人生事件的时期划分在时间上只是大体相当，有略微出入。
个案结果表明，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主要包括①责任心、②目的和意义感、③亲社会行为倾向和④长期性四个方面，从少年期、青年期到中年期，各内涵结构的频次均有所增加，至老年期则趋于平稳或减少；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层面、组织与家庭层面以及社会层面3个方面，其中个人层面包括个人的价值观与兴趣才能，组织与家庭层面包括组织氛围（如榜样激励）、组织需要、家庭支持等，社会层面包括时代特征、社会需要与国家的支持、认可等等。

在对每一个案例都有了充分理解后开始进行跨案例分析。跨案例研究则通过反复对比数据，系统验证在每个案例中的特定主题[14]。然后通过理论与数据之间反复的匹配分析，进行理论的扩展与创建，以阐明研究主张。最终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框架。历经十个案例之间数据的反复比较，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与影响因素，案例间的频数统计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案例间职业使命感内涵结构的频数表 (N=10)
	内涵
	结构
	少年期
	青年期
	中年期
	老年期
	总频数(%)

	
	
	战争弥漫
	新中国成立
	政治变幻
	改革开放
	

	责任心
	
	2
	9
	10
	9
	10 (100%)

	目的与意义感
	
	10
	10
	10
	10
	10 (100%)

	
	工作激情
	10
	10
	10
	10
	10 (100%)

	
	心理韧性
	3
	7
	7
	0
	7 (70%)

	亲社会行为倾向
	
	5
	10
	10
	10
	10 (100%)

	
	利他性
	5
	10
	10
	10
	10 (100%)

	
	公益性
	1
	6
	9
	6
	9 (90%)

	长期性
	
	
	
	
	
	10 (100%)


表4 案例间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频数表 (N=10)
	影响因素
	少年期
	青年期
	中年期
	老年期
	总频数(%)

	
	战争弥漫
	新中国成立
	政治变幻
	改革开放
	

	个人层面
	
	10
	10
	10
	10
	10 (100%)

	
	价值观
	10
	10
	10
	8
	10 (100%)

	
	兴趣和才能
	8
	10
	6
	6
	10 (100%)

	组织与家庭层面
	
	10
	10
	10
	9
	10 (100%)

	
	组织氛围
	9
	9
	9
	1
	10 (100%)

	
	组织需要
	1
	5
	5
	3
	5 (50%)

	
	家庭支持
	5
	5
	8
	8
	8 (80%)

	社会层面
	
	9
	10
	10
	10
	10 (100%)

	
	时代特征
	8
	9
	6
	3
	10 (100%)

	
	国家与社会的需要
	2
	10
	10
	9
	10 (100%)

	
	国家的支持与认可
	3
	8
	10
	10
	10 (100%)


注：某一影响因素只要在四个时期中的任一时期出现，即可计算入总频数内。百分数为总频数比案例总数N。
4讨论
4.1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老科学家均具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2）老科学家的使命感是由工作本身所带来的，在工作角色中体验到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目的感与意义感，具有利他倾向。具体包括责任心、目的与意义感、亲社会行为倾向与长期性四个部分。通过文献对比可知，老科学家的职业使命感与其他类型的使命感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比如Dobrow (2004)在为期7年的纵向研究中发现了使命感的7个维度：激情、认同、迫切性/需要做、吞没意识、长期性、意义感、自尊[21]；Dik和Duffy (2009)认可了其中的激情、同一性和长期性三个维度[3]。一项基于中国大学生样本的研究也发现意义和目的、利他主义是职业使命感的两个维度[10]。其中，目的感和意义感、利他性这些维度是相一致。由此可见，科学没有国界，对科学的追求，对科学的热爱更是没有国界。表5简要呈现了本研究提炼的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果与已有文献结论的对比结果。

表5 职业使命感内涵结构的比较

	
	Wrzesniewski et al. (1997)
	Dik and Duffy (2009)
	Dobrow (2006)
	Bunderson and Thompson (2009)
	Zhang et al. (2014)
	本研究

	外部召唤
	
	√
	
	
	√
	

	责任心
	
	
	
	√
	√
	√

	意义/目的
	√
	√
	√
	√
	√
	√

	利他贡献
	√
	√
	√
	√
	√
	√

	激情
	√
	
	√
	
	
	√

	认同感
	√
	
	√
	√a
	
	√a

	紧迫性
	
	
	√
	
	
	

	长期性
	
	√a
	√
	
	
	√

	对自我在特定领域的积极感知
	√
	
	√
	√
	√a
	√a

	心理韧性
	
	
	
	
	
	√


注：a表示潜在主题，即定义中暗含但并未明确提出。
4.1.1责任心
责任心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包括个体对自我应负责任的自觉意识与积极履责的行为倾向。在本研究中，责任心是指个体作为祖国的一员所应承担的建设新中国的责任、个体对其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的责任等[22]。
这些老科学家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有的从小就刻苦学习立下了建设祖国的志向，有的则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排除了重重困难，义无反顾的回国，这无一不体现了其建设祖国的责任感。比如，陆婉珍(案例编号07)在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回国的选择时，就曾说过：“我们从来没想过不回来， 这里没有该不该的问题， 就像人每天都得回家一样，回到内地，才回到了家， 心里才踏实”[16]。
在工作中，老科学家对学术的严谨、认真、专注，以及他们公私分明，从不利用学术威望或职务职权谋取私利，均充分了体现了他们的工作责任感。比如，彭士禄(案例编号09)曾说过：“搞核事业最重要的是责任两个字，责任、志气重于泰山， 是对国家、对人们的责任感。责任感来源于对祖国和人们的深 深的爱，爱得越深，责任心 越强”[23]。
当然，责任感的程度也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变化过程，比如彭司勋(案例编号10)最初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兢兢业业，仅为了保住饭碗。但工作有所积累后，则一步步的促进了药学事业的发展，大有成就。

4.1.2目的与意义感

目的与意义感是指个体在工作角色中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感受，这一维度包含工作激情与心理韧性两个方面。

（1）工作激情
工作激情(work passion)是指一种以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绪、认知到工作的内驱力和个体与工作间有意义的关系为特征的心理状态[24]。老科学家在工作中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激情，让他们觉得工作充满意义。比如《卢良恕》(案例编号02)中提到：对于别人来说，可能觉得他这是苦行僧般的生活，毫无乐趣可言，但是卢良恕自己乐在其中，他觉得把有限的精力集中用到做学问，关心国家大事、思考问题上是一种快乐、一种幸福，而且过得充实[25]。

这种工作激情针对特定的研究工作或自己爱好、擅长的工作的，而不是广而有之。比如：王文采(案例编号01)醉心学术，对于行政工作，不仅本人对此丝毫不予关切，对弟子李良千、傅德志均不希望其走为官之道，可见其乃纯粹之学者，胸怀早已超出时人[26]。

文献回顾可以发现，Dobrow和Tosti-Kharas (2011)也提出，职业使命感是一种指向特定职业领域的强烈的、有意义的激情[27]。这与本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概念是基于对音乐系学生的追踪研究而提出的，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由于这一概念高度主观，指向个体内心状态，因而也具有高度的跨文化一致性。

（2）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resilience)是指个体在面对困难、逆境或者失去的时候，所采取的有效应对和适应。中国文化中，用“韧性”来形容那些在压力和威胁下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人[28]。在这里，韧性是指老科学家在研究中遇到困难，不言放弃，坚持不懈的特质。
在文革等政治活动中，这些老科学家即使受到造反派的恶劣对待，依然坚定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信念，相信困难总会过去，充分体现了他们良好的心理恢复能力与应对能力。比如《卢良恕》(案例编号02)突然在文革中被打倒，但始终相信组织相信党。通过看报纸上中央领导的讲话，他认为国家最终肯定还是要抓农业、抓工业，要保证生产，因此他内心始终坚持这场风波肯定会过去，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肯定是光明的[25]。
在研究工作中，他们从事的多是开拓性的、国际领先的研究工作，因此，遇到的困难、需要克服的阻力也是不胜枚举的。但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与挫折中，他们的热情与积极性并没有因此而消磨殆尽，反而一次次迎难而上，取得突破与成就。比如罗沛霖(案例编号06)研制系列计算机、吴孟超(案例编号05)努力攻克肝胆疾病、陆婉珍(案例编号07)研制国产分析仪器等等。
4.1.3亲社会行为倾向
亲社会行为倾向是指老科学家在工作和生活角色中表现出来的帮助、合作、分享、感恩，甚至为了他人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一切有利于团体、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趋向[29]。老科学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与其从事的研究相关，主要体现为利他性与公益性两方面。
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是指老科学家们不计名利，没有专利思想与学科界限，为了发展学科、培养人才，愿意最大化的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学科建设上，他们除了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还会大力推进学术委员会、学术刊物的建设、积极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总结自己的学术经验，出版高质量的、能给他人以帮助和启示的专著。在人才培养上，他们通过亲自带研究生，从宏观层面关注人才的培养与教育问题等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人才梯队建设。这些工作虽然是出于工作职责的要求，但相较于一般人只将工作职责做到八九分即很满足不同，他们会将此做到极致。
公益性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是指老科学家关注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倾向，他们深信科学是为社会服务的，因此不遗余力的用自己所学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力图让社会大众了解这门学科，力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对公众、对社会有所贡献是这一亲社会行为的主要特征。卢良恕(案例编号02)、秦含章(案例编号08)等人对农业、对农民的关注，张金哲(案例编号03)、吴孟超(案例编号05)等人对疾病、对病患的关注，王文采(案例编号01)对国家森林状况的担忧，以及众多科学家对科普工作所做的努力等等均体现了这些老科学家的公益性倾向。

4.1.4长期性
长期性即这些老科学家在对待工作时，其责任心、目的与意义感以及亲社会行为倾向持久而稳定的表现。这些老科学家退而不休，终身致力于研究工作，心系学科建设与学科的发展。卢良恕八十岁时，还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25]；秦含章(案例编号08)八十岁时完成了“中国酒文化第一书”《新编酒经》，长达近八十万字[30]；张金哲(案例编号03)九十一岁时，仍然坚持工作在医疗一线岗位[17]。
在他们的一生中，职业使命感的程度不断内化、加深，虽经受多次磨难(如文革)，也没有消退。有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是一个连续的动态变化的过程[31]，这与本研究结果相符合，不过，在本研究中，老科学家的职业使命感一开始便存在，且是不断加深的，与其它群体的职业使命感有所区别。
4.2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产生：（1）与个人自身因素相关，比如价值观、个人兴趣、才能等；（2）受组织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比如组织氛围、组织需要、家庭支持等；（3）受到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特征、国家需要等。（4）老科学家的使命感是在个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中，逐渐达到“社会-组织-个人”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存在自上而下的影响过程，即“国家命运→决定组织需要→影响个人奋斗”，另一方面存在自下而上的回应过程，即“个人兴趣与才能→推动组织需要→响应国家需要”。
个体会积极的寻找职业使命感，也可在当下拥有职业使命感。职业使命感的最初产生，大抵是由于爱国热情，或个人兴趣。职业使命感的维持与变化则受到了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国家与组织的支持和认可，以及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方面的影响。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个体不断的自我探索与内省思考。不得不承认，每一位老科学家的职业使命感形成过程都有着机缘巧合，但偶然中蕴涵的必然更加值得我们去深思。表6简要呈现了本研究提炼的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与已有文献结论的对比结果。
表6 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比较

	
	以往研究结果
	本研究结果

	外部召唤
	√
	√

	命运（天命）
	√
	√

	个体与特定职业领域的完美匹配
	√
	√

	个人的价值观、兴趣能力
	
	√

	社会与组织的认同
	
	√

	家庭支持
	
	√

	“社会-组织-个人”的交融作用
	
	√


注：由于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较为单一，因此将以往研究结论综合为一列进行比较。
4.2.1个人层面

（1）个人价值观

老科学家的价值观是其职业使命感的基本来源之一，均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息息相关，体现了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工作的纯粹追求。他们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科研而科研的献身精神，与浮世里众人争相追逐的的名与利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老科学家的价值观可以分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两类，比如秦含章(案例编号08)、卢良恕(案例编号02)等人，直接关心国家的民生、农业，选择了实业救国；王文采(案例编号01)、张金哲(案例编号03)等人，则在我国的植物、医学等领域的做出了突出贡献等。

（2）个人兴趣、才能

由于每位老科学家的兴趣不尽相同，所擅长的专业领域也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回报祖国的方式各异。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将自己的兴趣才能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甚至会放弃自己的兴趣，优先考虑国家的需求。一旦选定研究领域，便专心如一；不管哪里有需要，均义不容辞。
在这一层面，个人的内省与反思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罗沛霖(案例编号06)对于电机工程特别感兴趣，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考虑到自己从事工程师工作十多年，若能在产业部门与学术界之间做沟通工作，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所以，他想进入工业应用部门，这样更符合党培养自己的要求。并且，他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认为自己并不擅长管理，而是更加愿意做技术[32]。

4.2.2组织与家庭层面

（1）组织氛围
组织中良好的学习氛围、科研氛围、助人氛围，进一步促进了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程度的加深。在学生时代，学校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激发了这些科学家的爱国热情；学校中不少老师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也为他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工作以后，科研组织中浓厚的学习氛围，更加激发了他们对科研工作的热情。工作中，好的领导与榜样则为他们职业使命感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指明了方向。比如，卢良恕(案例编号02)的领导顾复生，在反右运动中，着力保护专家学者，在他担任领导的近十年期间，可称是华东农科所在科研上的黄金时代[25]。
（2）组织需要
组织的需要是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具体体现，指导着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在实现工作职责的过程中，这些科学家对使命感的认识愈发深入、全面。比如，王文采(案例编号01)应植物研究所要求，编写《北京有毒植物》小册子，以指导农民挖掘野菜，免遭中毒危害，让他更加清楚研究工作应当为社会服务；卢良恕(案例编号02)因职务要求，不得不站在全所的角度去综合考虑各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由微观农业研究转向了宏观农业研究，并在宏观农业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3）家庭支持

每一位老科学家对事业的坚守与家人的支持密不可分。一方面，在少年时期，家庭成长环境、以及亲人的影响，培养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意识。比如，陆婉珍(案例编号07)的父亲陆绍云为了民族富强，国家兴旺而奋发图强的精神；张树政(案例编号04)的父亲“只论我对社会的实际贡献”的观点等。另一方面，在成年以后，妻子(丈夫)无条件的支持，为他们对使命的坚守，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如张金哲(案例编号03)正是有了妻子无条件的支持，才让他得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他所喜爱的事业中去，钻研医学的新领域。
4.2.3社会层面

（1）时代特征
在这些老科学家的青年时代，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这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解放军战士的好感，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念。因而，他们对建设祖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党和国家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也是职业使命感的来源之一。

此外，近代中国，妇女们刚刚从被压迫、被歧视的境遇中解放出来，男女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加之对居里夫人、秋瑾等一代伟大女性直接或间接的仰慕及追随，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女性科学家脱颖而出。案例中的张树政与陆婉珍即是优秀代表。

当代中国，民族日益振兴、国家越发富强。然而，正如陆婉珍(案例编号07)对南开的学子所言：“我们当时受到兵临城下的耻辱是有形的。今天你们面临的形式依旧严峻，……商业竞争仍然是国力和人才的竞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一百年内，我们都不能放松警惕和奋发图强的精神[16]。”一代老科学家的经历仍然具有跨时代的借鉴意义。

（2）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需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才急需。中共高度重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眼见国家与民族的需要，这些老科学家又力所能及，自然义不容辞，激发了其投身国家建设的使命感。在50年代中期，科学事业逐渐壮大，而老辈专家由于受到政治的冲击，精力日减，新一代的研究者虽接受党的新式教育，却成长不够，仍需有人带领，而无形之中，这些老科学家便肩负了承前启后的重任[26]，这也正是其个人的能力与国家需要的契合所在。

在各个行业、各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之中，结合社会实际需要，如经济发展、农业发展、卫生保健、国防安全等等，不停的催生出各行业的发展任务。比如在医学领域，广大劳动人民缺医少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34]；为了满足国防的需要，使中国的无线电工业彻底翻身，建立718保密工厂[32]等。
（3）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对老科学家们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激励作用，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工作、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进一步加深了其使命感的程度。从1956年中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先后制定的各项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到1962年“广州会议”给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再到1978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民族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家更加重视各个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更加频繁，知识分子的学术热情也愈加高涨。国家与社会对这些老科学家个人成绩的认可，也不可或缺。如秦含章(案例编号08)在受到中国酿酒工业协会首次对特殊贡献奖的表彰时，“老人脸上那神圣而自豪的表情让旁边的人都深受感动，终身难忘”[30]。
4.2.4跨层面分析

多数中国人对使命感的理解源于儒家学说或家族式传统，强调与命运、祖先和家族的关联[8]。中国是典型集体主义社会，传统“家-国-天下”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中国人一般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意识，由于时代环境差异，老科学家受此影响更大。在这些跨层面的分析之中，老科学家自身的内省与反思，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与Hall和Chandler (2005)的观点一致，将职业使命感的发展，视为一种持续的循环的过程，包含了对个人的目标、努力的深层次的自我探索[33]。使命感被概念化为存在使命感，从感知到使命感的存在到实现使命感的过程需要个体的内省、冥想、自我意识和适应力[31]。
一方面，老科学家的使命感存在自上而下的影响过程，即“国家命运→决定组织需要→影响个人奋斗”。当新中国需要建设时，大批学子排除万难，义无反顾的回国。以卢良恕(案例编号02)为例，在面临专业选择时，他听从外祖父的建议，“国家需要强大不能没有农业，国家需要富庶不能没有工业”，再结合自己对农村的感情，选择了学习农业，力图实现农业强国。之后，在不同时期，卢良恕针对我国农业界粮食产量过剩、膳食结构转型等不同的问题做出了相关研究。此外，卢良恕每年都和他的研究团队一起，通过认真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以课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中国宏观农业的发展等方面出发，写一本3万字左右的研究报告，研究焦点根据国家关注的重点而不同。这一坚持多年的习惯，也体现了国家、组织的需要对个人奋斗方向的引导作用。这一点，在《吴孟超》(案例编号05)中，也有所提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们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有更好的体现。”
另一方面，老科学家的使命感也存在自下而上的回应过程，即“个人兴趣与才能→推动组织需要→响应国家需要”。也就是说，这些老科学家的使命感程度是逐渐加深的，“先修身，再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从满足自身温饱开始，逐渐形成更高的眼界。当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备了一定的才能时，就开始推动组织需要，并进一步响应国家的需要。比如王文采(案例编号01)、张树政(案例编号04)、秦含章(案例编号08)等人最初只是对书本有相当的亲近，希望多读书，当他们学成工作后，起初也只是服从组织的安排，但后期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以陆婉珍(案例编号07)为例，她有感于自己做博士后的经历，认为博士后制度是培养高水平专业科技人才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她的不断倡议下，1993年，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为国家的人才队伍建设作出了贡献。
5结语
5.1模型建构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内涵是多元的，包括责任心、目的与意义感、亲社会行为与长期性四个部分。职业使命感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个体的内省与反思，其基本来源包括个人自身因素、组织与家庭层面因素、社会层面因素，以及“社会-组织-个人”自上而下和“个人-组织-社会”自下而上的交互作用，如图1所示。
[image: image1.png][ BAH] ---mmmmmmmmmmm oo [t 2544

t= BT
—I A AE
-~ERE
“EREH
) s
AP KRR }ngnn@
- 5E —éa@fa%xﬁi
_é’ﬂéi"\r,;;«ﬁ‘ e ;\;\:‘ ) :\; .
—REEH _i;;;;ﬁiﬂuﬁ
N
~MER
% A&
- A





图1 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与影响因素图

5.2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从职业使命感的理论视角出发，以老科学家为样本，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在中国情境下，系统探讨了职业使命感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方面，合理利用采集工程的成果，归纳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与影响因素，能够开拓中国情境下职业使命感的理论研究，在完成本研究目的的同时也实践了“采集工程”的采集意义；另一方面，使命感启发着人们以一种全新方式来思考工作与生活，探索科研人员职业使命感的内涵结构与影响因素，能够为组织塑造和培养科研人员的职业使命感提供思路，为促进当代科研人员职业使命感的形成提供历史镜鉴和决策参考。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采用了多案例研究方法，但对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挖掘局限于已经出版的学术传记，且二手资料多少会有些许局限，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资料库，力争获得更加全面、详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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